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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 1949-1974 )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s of Malaysia's policy towards China by means of level analysis and po-
liheuristic theory． Firstly，this paper looks back to the early Malay-China relations dominated by the Britain-China
relations，then，under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it proceeds to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na-
tions from the independecy of Malaysia to the 1960s． It also explores the backgrounds under which the two states
reached a rapprochement and established n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from the late 1960s to the early 1970s，and fi-
nally it concludes by giving a rath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summarization on the zigzag process．

学术界对早期马来西亚①与中国关系的探讨多

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 一是把马中关系放在东南亚

国家与中国关系之中来加以考察。如迈克尔·利弗
( Michael Leifer) 就认为，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东南亚各国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时期东南亚

国家的对华关系可粗略地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中

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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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等国; 另一类是对中国持敌视或不友好态度的

国家，他们大多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如泰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等国［1］。
二是直接把马中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马中外

交关系以及马中经贸关系等具体维度来探讨。贾尼
( R. K. Jain) 主编的文献类专著 《中国与马来西
亚》［2］和一些学者的论文主要探讨了马中外交关
系①; 新加坡学者黄朝翰 ( John Wong) 的 《马来
西亚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政治经济研究》［3］主要考察
了 1949 年至 1974 年马中贸易关系，认为这期间的
两国贸易关系是在两国缺乏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进行的。华侨华人研究学者也在其研究领域探讨了
华侨华人因素对马中关系的影响。如庄国土的
《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4］就触及了侨务问题对外
交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三是尝试用国际关系理论解释马来西亚独立之

初的对华政策。如赵海立的论文 《中马关系及其
前景: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思考》，就中马双方在身
份及其认同上的差异来诠释这一时期马中关系发展

曲折性的原因［5］。
本文认为马来西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马

中建交 ( 1949—1974 ) 这一时期，其对华政策和
对华关系其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仔细深入

的研究。根据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不同背
景，本文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57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马中关系从属于英中关

系，但它对日后特别是马来西亚独立初期的对华政

策有着深刻影响，它构成了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生

态历史背景; 1957—1969 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
阶段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表现为不信任与对抗;

1969—1974 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马来西亚
的对华关系表现为寻求和解与建交。本文利用层次
分析法对这三个阶段各自不同的复杂背景进行较全

面的分析，然后用 “多元启发” ( Poliheuristic) 理
论对三个阶段的马中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一 英中关系下的马中关系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7 年马来西
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这期间，马来西亚

是英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马中

关系从属于英中关系。但这期间英属马来亚殖民当
局所实施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对马来西亚政治局势

发展方向的引导对日后的马中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
早在二战结束前的 1944 年 2 月，英国就开始

制定其战后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在远东地区殖民地
与属地问题上，英国把日本、俄国、中国视为这个
地区的潜在威胁; 把美国、荷兰、法国、葡萄牙等
西方大国当作合作者［6］。
战后，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摇摇欲坠，为了维

护其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1946 年，英国企图
通过建立马来亚联邦，把马来西亚置于英国的直接

管制之下; 该计划失败后，英国又于 1948年通过组
建马来亚联合邦，重新加强了对马来西亚的控制。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将取得胜利的时

候，东南亚的英殖民地当局对此非常担忧，并多次

向英国政府建议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英国
殖民政府认为在遏制共产党的扩张方面，马来西亚

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东南亚的贫困、政治不稳定
和民族主义运动是这个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

英国应该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相比战后初期，1949—1957 年英国对马来西

亚的战略与相关政策更加清晰。英国在东南亚的首
要目标就是尽量维护其在马来西亚的利益; 另一个

很重要的目标就是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遏制共产

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和发展［7］。为此，英国提升
了东南亚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认定中国是马来西

亚的最大威胁，主张联合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构筑

反共反华包围圈。在英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形成过程
中，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其关注的核心，遏制中国

的意图越来越明朗化，而这也决定了英属马来西亚

殖民当局敌对的对华政策与立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冷战的阴影
下，英属马来西亚政府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

取敌对立场，反对新中国向马来西亚派驻领事［8］，

中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中马关系从属中英关系，进

入敌对、冲突期。在此背景下，英国 1948 年开始
实行紧急状态，残酷镇压马来亚共产党，驱逐华侨

华人回国②; 实行严厉的移民政策，限制中国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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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时期的马中关系进行探讨的论文不多，只有少数几篇，如 Harish Chandola: “Malaysia － China Relations”，Economic and Politi-
cal Weekly，Vol. 6，No. 28 ( Jul. 10，1971) ，pp. 1383 － 1384. 潘一宁: 《1957 年以来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演变》，《东南亚学刊》，1996 年 7
月号 ( 总第 15 期) 。
据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公布的数字，1948—1953 年被驱逐出境的华侨华人达到 24，000 人以上。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

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50 页。



进出; 限制华侨华人汇款到中国大陆等等。所有这
些做法使马中关系蒙上阴影。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于 1950 年宣

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开始了最终未能

成功的中英建交谈判。朝鲜战争爆发后，全球冷战
格局进一步深化，英国追随美国，遏制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虽然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恢复外交接触，并进入半外

交关系时期，但在亚洲殖民地，英国坚持严厉防范

中国共产党，遏制新中国，并采取一系列反共反华

政策与措施。1954 年 9 月英国和美国等国缔结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一条约与美日、美菲、
美台等条约一起，在亚洲构筑起一条遏制中国的军

事包围圈。英国与其亚洲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似有
矛盾，但本质是一致的，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体两

面，反映了英国处处维护其海外利益的野心和

企图。

二 马中无邦交、对抗与冲突关系的背景

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通电祝贺并予以承认，马中两国政府为建立邦交

关系进行过外交努力，但终因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决

定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告失败。之后的十多
年，两国关系处于对抗与冲突之中①。
从国际层面来分析，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对外政

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英美的影响。二战以后，英国的
对华政策表现出两面性。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英
国于 1950 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又一直在
台湾设有领事馆，与台湾维持较密切的准官方关

系; 为了维护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英属马来亚

政府又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欢迎中国在

马来西亚设立领事馆，不愿和中国有任何官方关

系。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对华政策受美国的影响更
深。马来西亚独立后，美国便积极实施拉拢和威逼
政策［9］，一方面支持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支持世界银行贷款给马来西亚以发展经济，

1955—1959 年，美国援助马来西亚的资金为 2150
万元，其中开发贷款为 2000 万美元［10］; 另一方
面，美国以马来西亚内部存在共产党势力、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安全造成威胁为由，向马来西

亚施加压力并竭力反对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②。在
战后冷战色彩明晰的国际环境下，新生的马来西亚

选择了西方阵营，中马关系自然走向对立，这也正

是东西方严重对抗的冷战格局在东南亚自然延伸的

产物。
从国内层面分析，马中关系最初的曲折发展受

以下因素的影响。殖民遗产与亲西方势力强大。马
来西亚政府决定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马来

西亚对殖民遗产的自然继承，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国

内亲西方势力取得胜利的结果。1957 年，马来西
亚独立，殖民政权被和平移交，代表马来民族利益

的巫统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三大民族政党组成

的联盟政府继承一系列殖民遗产: 完整的行政管理

体系、政府的世俗性、对社会加以控制的立法，在
外交政策方面则直接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时代的对

华政策。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其国内存在两条外交
路线的争论: 是走独立自主的中立路线，还是一面

倒亲西方的路线? 后来以东姑·拉曼为首的亲西方
派主导了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所以西方的意识形

态影响着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独立前，
东姑·拉曼决定与英国签署防卫条约，东姑还利用
他个人威望迫使巫统内部支持英马建立军事同盟关

系，引导国家走亲西方的道路［11］。
对于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的领导人来说，马来西

亚共产党是影响马来西亚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之

一。马来西亚政府将马来西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
义、使马来西亚陷入长期紧急状态这一内政问题，
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东
姑·拉曼曾指出，“如果邀请共产党中国参加独立
庆典，无疑是邀请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

因此，既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关系，也

不能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庆典。”［12］他
的话完全视共产党为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

胁。他还指出，“假如我们的政府与共产主义国家
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会破坏人们的信

心……。”［13］总之，马来西亚共产党是影响马来西
亚政府对华关系的内部因素之一。
从社会层次来分析，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已经成

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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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马来西亚联邦，并在“印—马冲突”中支持印度尼
西亚;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则提升与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实质性外交关系作为对抗。
美联社曾透露，美国在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向马来西亚施压，要求马来西亚不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该新闻遭到官方否

认，但人们从中仍然嗅出某种端倪。《否认美要求勿承认中国》，《星洲日报》，1957 年 8 月 24 日，第 9 版。



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的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即形成

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的多元社会
架构，其中马来人与华人两族人口最多。在
1911—1945 年的 30 多年中，一部分华人对中国充
满深厚感情，内心激荡着爱国主义情感; 另一方

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华人后代在马来西亚出生，土

生华人对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产生了第二故乡的认

同，这种认同成为战后华人社会政治认同从中国向

马来西亚转化的基础①。由于英国殖民政府长期奉
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马来西亚各族群关系并不

融洽，各族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
明显的差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和文

化价值体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马来西亚各族人
民基本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其中，华人在殖民政府

中更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布赛尔就曾指出: “大体
上而言，南洋华侨从未掌握过政权，因此他们从未

享受过政治权利。法律都是别人制定的，他们只有
履行政府允许他们履行的职责。”［14］著名学者爱默
生认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起，英国政府为了维
持殖民统治，确立了 “马来人保护政策”和不允
许华人享有与马来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的原则［15］。
当英国人把政权和平移交给马来人后，马来人毫不

犹豫地继承了这一殖民遗产并在宪法中进一步确立

了“马来人优先地位”。面对一个人口数量和自己
相差无几、且在经济上具有一定优势地位的华族，
在马来人自身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尚未完全确立
时，出于族群安全考虑，新生的马来西亚政府完全

有理由回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避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建交问题。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关系
虽然属于马来西亚的内政问题，但其又与马来西亚

的对外政策密切联系，从而影响外交政策。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政府将华侨华人问题同马来

西亚和中国建交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马来西

亚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则会使中

国插手马来西亚内部的华人事务，干涉马来西亚内

政，影响马来西亚的安全［16］。

三 马中和解与建交背景

马中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是 1969 年至 1974 年。
在国际、国内环境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马中

两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冲突与对抗不符合马中两国的

长远利益，于是两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

施，进行了建交谈判，最终于 1974 年 5 月 31 日正
式建交，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延续至今。
从全球层面来看，世界格局与国家利益的交织

是决定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安全战略是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20 世纪 70 年代
初期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马来西亚和中国分别调

整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首先，国际环
境的变化影响了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英国政府鉴于海外驻兵开支巨大，决

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前从新马撤军。1968 年，
英国正式宣布将在 1971 年以前撤出其部署在苏伊
士运河以东的军队［17］。英国的这一决定对马来西
亚的国家安全影响很大，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长
期依靠英国防卫力量的马来西亚此时不得不调整自

己的国家安全战略，以适应没有英国人保护的巨大

变化。而 70 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
国关系的改善，在全球产生了激烈而深刻的震荡，

原本同情中国或与中国无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在摆

脱美国反华政策的束缚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原

来与美英建立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一些国家，包括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需要相应调整各自的外交政

策，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
调整，是其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
从国内层面来看，1969 年 “5·13”族群流血

冲突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华人对

马来西亚的政治前途倍感失望，一些不满政府政策

的华人青年甚至投奔马来亚共产党，参加游击队;

而马来人对马来族群的贫困、落后状况倍感焦虑，
强烈要求改善经济与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马
来西亚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为了解决国内
的族群和社会矛盾，马来西亚政府一方面制订和实

施新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组，旨在

以政府的干预与努力，提高马来族群的经济地位;

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政府于

1973 年终止执行驱逐令，放宽申请公民权的条件，
允许马来西亚华人使用华文宣誓效忠。此外，马来
西亚政府还通过相关法律及其他措施，抑制马来极

端分子的言行，以免过分刺激华人社会。为了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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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庚武根据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亲疏程度将东南亚的华人分为 A、B、C ( 或甲、乙、丙) 三种类型，即主要关心中国国家政治与国
际后果的; 关心所在地区政治; 被牵入非华人统治集团的政治 ( 不论是土著的还是殖民地的，抑或民族主义的) 三大类人。见王庚武所著
《东南亚与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年，第 155 － 192 页。



国内矛盾，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调整其外交政策，寻

求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则

是马来西亚的一项重要战略行动。
中立化外交政策的提出就是马来西亚在外交政

策上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调整。在 1970 年
不结盟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拉扎克阐述了马来西

亚的外交政策和原则: “如今两大阵营间关系缓
和，不结盟团体的重要责任是确保大国的利益不会

以中小国家为代价。———我在这里指出，如果遵守
共存的原则和不结盟的基本理念，不结盟国家将在

尊重国家独立与完整的基础上在努力促使国际关系

和谐方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承担起独特的责

任。”［18］中立化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存的原则基础
上的一项国际关系原则，它和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的精神相一致。中立化政策的提出，
很快赢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欢迎。此
时马来西亚和平共存主张与昔时的一边倒亲西方做

法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马来西亚外交原则的重大

转变。在新的外交原则的指导下，马来西亚在这一
时期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在中立化与

不结盟政策下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表现出

发展中国家的特性; 二是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以

国家利益为重，发挥小国外交活力，发展与共产主

义国家的关系①，拓展马来西亚的国际生存空间。
在此背景下，改变对华政策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成为马来西亚对外决策的新亮点。
从个体层面来分析，阿卜杜勒·拉扎克总理本

人务实求真的作风在改变马来西亚对华关系中起了

一定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常常包含着

主要领导人的独特政治理念与作风。阿卜杜勒·拉
扎克是一个相对务实并注重实干的有坚强信念、勇
气和胆略的领导人。他在国际上实行中立化政策，
不再以英美马首是瞻; 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重

组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都反映出阿卜杜
勒·拉扎克总理是一个以国家和人民实际利益为依
归的领导人。拉扎克总理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使马中关系突破冷战格局中的

激进、零和思维局限，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轨。可以
说，拉扎克总理在中马建交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②。

四 综合分析

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真正开始于 1957 年，在
1957 年至 1974 年这 17 年间，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
经历了从 1957—1968 年的对抗到 1969—1974 年的
和解与建交的巨大转变。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
是复杂多变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背景造就其对
华关系的不同形态，两国关系背景的根本转变是马

来西亚对华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的根本原因。
从战后到马来西亚独立这 12 年里，英国殖民

政府镇压马来亚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实施

的紧急状态，使马来西亚深深地卷入西方反共产主

义的冷战漩涡中，难以自我解脱，这使得反共、抑
华思想在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民族主义者中根深蒂

固。英国的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它作为生态历史因素左右了马来西亚

独立初期的对华关系。
制约马来西亚对华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马来

西亚的国内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居于首位。根据对
外政策分析中的 “多元启发”理论，决策者在认
知阶段采用的是基于维度 ( decision － based) 原则
和非补偿性 ( non － compensatory) 原则。前者指决
策者会放弃在关键维度 ( 一般为政治维度) 上不

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后者指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

不能用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来补偿［19］。对于马来
西亚领导人来说，取得国家独立和确保民族安全的

初始阶段决定了政治因素高于其他因素，如果当时

马上与中国建交，其政治上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这
不仅和全盘接收过来的殖民遗产背道而驰，更为重

要的是在英美的利诱和威逼下，其新生政权的安全

和生存环境将受到严重威胁，而和中国建交是无法

补偿这一损失的;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
初期，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

化，马来西亚政权基本牢固，中立化的外交政策已经

为自己争取了国际生存空间，和中国建交不仅会提升

自己的国际形象，也有助于解决国内种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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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来西亚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先与苏联建立官方联系，并开放民间往来; 70 年代初期相继与蒙古、北朝鲜、东德、越南建立了外
交关系。

1971 年 5 月，马来西亚政府派出以东姑·拉扎利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参加广交会，并访问北京。拉扎利系拉扎克总理的亲信，他向
中方转达了拉扎克的口信，说中马建交时机已到，建交的三个步骤是: ( 1) 通过民间往来，增加相互了解; ( 2) 发展两国贸易; ( 3) 正式
建交。5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了该团。在接待该团时，中国政府开始正式使用马来西亚国名，并公开见诸报端，表明
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实际承认。应周总理邀请，197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2 日，拉扎克总理访华。尽管当时周总理已身患重病，仍在 28 日晚
主持了欢迎宴会，并于 29 日同拉扎克进行了会谈。29 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拉扎克。5 月 31 日，周总理和拉扎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
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公报所涉及的内容是原则性的，是双方妥协与宽容、相互尊重与谅解的产物，为马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大方向，
马来西亚成为东盟第一个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在影响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对华关系的国际因素

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英因素。战后美国开始主导
东南亚的政治格局，英国则是美国牢固的同盟，他

们的出发点都是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从东西方
阵营的全球争夺这一视角来看待马来西亚国内的政

治走向的，英国更多的是维护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利

益，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要确保独立后的马来西亚

成为西方的盟友。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美
关系的改善，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英国对马来西亚

影响力的下降，马来西亚自身国际空间的拓展等等，

都成为促使马来西亚改善对华关系的有利因素。
华人因素是马来西亚对华关系中需要考量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同时，华人因素是

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诸因素中最难评估的因素，因为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本身是分裂的，不同集团的华

人对马来西亚对华关系所起的作用或许不同。在马
来西亚独立之初，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 48%
左右，加上华人已有的经济地位，以及部分华人与

中国的紧密关系，马来西亚政府在决定成为美国盟

友的时候必然将华人因素与其对华关系联系起来。
这是出于民族安全的考量。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
期，在马来人优先地位得到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华

人因素不再是民族安全之威胁，相反，有些华侨华

人问题只有和中国合作或达成共识才能解决。

结 语

马中的建交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克服困难的

过程，马来西亚对华关系从对抗到和解并建交的变

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尽管两国的建
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马中关系的航程已经

启动，并且已发展为如今全方位的友好关系。本文
揭示马来西亚对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负面和正

面背景因素，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求真求实的探

索，既不是否认也不是歌颂两国关系缔造者的历史

功绩。在本文结束时，特此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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